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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在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

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形成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多指标综

合评价体系，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拓展进行了初步的探

索。 通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经济指标，本文测度了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经济发

展质量状况并分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１９９３ 年来中国

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但各阶段的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经济增速

变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变迁并不具有趋同性。 在经济增长处于中高速阶段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为快速。 从各方面指标贡献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及经济成果分

配指标的贡献率随阶段变化波动较大；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的贡献率，呈倒 Ｕ 型曲线特征；
而自然资源与环境贡献率，则呈 Ｕ 型曲线特征；社会相关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贡献

量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较前几个阶段有所增大。 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中国在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稳步推进，但潜在的挑战依然较多，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努

力；二是要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

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经济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　 综合评价体系　 治理机制

∗　 杨耀武、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张平、刘霞辉，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３６，电
子信箱：ｙｙａｎｇｍａｉｌｓ＠ １６３． ｃｏｍ。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与讨论的人员有黄群慧、袁富华、赵志君、仲继银、常欣、张自然、吴延兵、张磊、陈
昌兵、倪红福、汤铎铎、郭路、付敏杰、张小溪、张鹏、楠玉、张晓奇。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２０ＺＤＡ０４３）的支持。
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一、 引　 言

展望未来，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 ４０ 余年，中国经济曾长期保持高速增长。 在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传统人口红利消退、资本回报率整体下降、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金融风险

累积、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
同时，在经历长时间高速增长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生了根本改变。
正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靠“铺摊子”“上项目”要素积累的

传统发展模式，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
２０２０ 年，在基于国内发展形势、把握国际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中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提出了新的战略构

想。 这也为理论工作者进一步理清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与理论逻辑，探索这一转型背后的

核心要素和实现转型的具体机制提出了新的命题。 本文尝试利用理论和模型探讨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因素，并构造指标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加以定量测度，提出向高质量转型的治理机

制建设路径。
基于前期的研究积累，“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以下简称“增长前沿课题组”）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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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紧迫性主要在于，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积累增速面临双下降；产业结构的非效率演

进；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总体呈下降态势；有益于广义人力资本累积的消费 －
创新效率新循环尚未形成，在国际竞争力对比中的服务业竞争能力较弱（陆江源等，２０１８）；随着城

市化进程推进，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升级缓慢，来自工业化的税基逐步削弱与公共服

务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加剧（付敏杰等，２０１７）；同时，大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向城市低

效服务业聚集，并随经济波动在各行业间漂移，难以提升专业素质，造成人力资本的耗散（张鹏等，
２０１９）。 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赶超的国家来看，实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国家向创新与

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都面临结构性改革的繁重任务。
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突出难点在于，工业化持续高增长时期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惯性难以打

破；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错配现象仍较严重；农村转移劳动力市场与城市现代部门劳动力市场分

割，加之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跨代抑制；“科教文

卫体”等现代服务部门存在行政性管制和隐形进入门槛，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城市现代服务业部门

发展不充分，国际竞争力弱，吸收就业和满足需求能力不足，从而也降低了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

能力培养的引致作用。 同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水平跃升，必然会带来国

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整个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新划分，所面临的复杂程度是赶超小国无法比拟的。
当前，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转型，要在提高存量要素配置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注重提高人

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质量的供给和福利体系，在市场激励下获得创新效率，完成从物质要素积累转向

人力资本等要素质量提升的过程，在创新中获得效率补偿。 当然，福利体系建构也要注重人民普惠

性的福利提升与国家实力相匹配。 同时，实现普惠性分配和福利提高与风险匹配，人力资本提高与

创新效率匹配，以及自然风险约束的跨期平衡。
本文在分析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反映整体效用水平的社

会福利函数，分析影响发展质量的各主要方面并选择合适的指标构建分层次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

系，尝试定量测度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状况，从而为探讨高质量转型的实现机制和政策选择打下基

础。 在政策探讨部分，本文强调“自上而下”的目标和改革牵引，注重改革宏观资源配置体系，探讨

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与转型的互动路径。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加以

梳理，讨论中国高质量转型的现实、理论脉络和转型的理论逻辑；第三部分构建社会福利函数和跨

期的动态理论模型，分析相关因素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第四、五部分为指标选取和分级指标体

系构建，以测度高质量转型和分析转型的态势；最后一部分为相关政策的探讨。

二、 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

依循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国家发展战略、路径和治理机制，本文主要从三方面进行相关的理论梳

理：一是增长的长期路径与驱动因素转变；二是高质量转型的目标与测度；三是高质量转型过程中

的激励与公共治理机制互动关系及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构。
（一）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与驱动因素转变

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 在研究过程中，增长前

沿课题组提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Ｓ 型”路径和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等理论命题，集中刻画了中

国赶超中的阶段性“规模收益递增”，而后探讨了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递减，成本要素积累

的不可持续性（张平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年后集中讨论了“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换的

国际经验比较、机理与挑战等问题（袁富华，２０１２；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２），并提炼了转型

过程中的典型化经验事实和转型逻辑（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从有关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文献来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深化在后发国家人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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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向发达国家收敛过程中的巨大作用（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６），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内生化技术变量，将知识

和人力资本引入模型，作为持续推动因素，研究的落脚点逐步从规模效率转向创新效率推动的经济

增长（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 这些文献以单一增长过程及其简化的经济学抽象作为经典分析

的贡献毋庸置疑，但难以涵盖经济真实发展的诸多方面。 例如：模型中没有破坏自然环境引起气候

变暖的成本项，没有两级分化的社会代价。 模型把人类与自然、社会之间高度复杂的相互影响简化

为单纯要素积累的增长过程，这仅适用于工业化物质生产阶段，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分

析则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一些国家基于人的发展需

要提出了新的发展模式和转型目标。 这促使理论研究在基本增长方程的基础上不断加入新的要

素，刻画新的增长模式，特别是关于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 在新的增长模式中也纳入了自然因素及

大量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包含了信任、观念、网络等，核心是描述新的增长效率驱动与人的福利水平

提升过程。 阿马蒂亚·森就曾提出古典增长模型过于简化，忽略了人作为社会整体的意义。 严成

樑（２０２０）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效率，而对公平关注不够。 Ｂａｒｒｏ（２００２）认为相对于经济

增长速度来说经济增长质量包含居民预期寿命、生育率、环境质量、收入分配、选举权利以及犯罪率

等众多涉及社会、政治甚至宗教方面的内容。 《经济增长手册（２Ａ）》提出了更广泛的议题，把文

化、企业家精神、信任、增长与幸福、历史、家庭关系等诸多命题纳入扩展的增长模型（阿吉翁和杜

尔劳夫，２０１９）。
起初经济学界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讨论主要聚焦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 随着研究的深入，

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论述和阐释由简单到复杂、由模糊到清晰，从表述、内涵和测度上实

现了从经济增长质量向经济发展质量的过度（韩君和张慧楠，２０１９）。 实际上，经济发展质量是比

经济增长质量范围更宽、要求更高的质量状态，包含了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任保

平，２０１８）。 国内一些理论和政策文献中的经济发展质量边界也在拓展，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从

传统要素比较优势转向增加更多新的生产要素，提高要素质量，特别是人力资本水平，而最近提出

的“数据要素”，应该属于可纳入增长方程中的“规模递增”非独占性新要素；二是增加了大量的协

调性因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基础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逐步强调协调、包容、绿色等非

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三是提出了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等非经济因素互动的意义，强调了经济高质

量转型包含了社会、政治等综合形态的转变，突出了治理现代化的意义。 在福利核算中，除 ＧＤＰ 外

还加入人们的“基本福利权力”，如消除贫困、提高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社会参与和稳定性等扩展

因素，注重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把波动损失、环境损失等失衡性因素加入到福利损失项中，逐步用福

利指标来衡量发展质量（杨春学，２００６）。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更加

注重提高要素质量，并将新的要素纳入增长过程，通过市场配置促进效率提升，这是从供给侧对增

长效率的一种诠释，而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也被纳入到高质量的目标体系中。
（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与测度

不同于赶超阶段以物质增长为基准的目标框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不仅期盼吃好穿

美，而且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

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

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① 这就将经济发展质量所应考量的范围拓展到了教育医疗、自然生

态等事关人民福祉的经济社会领域，而且高质量发展也意味着当前的发展不应以牺牲未来和下一

代的发展为代价，在满足当前发展需要的同时保持人民福利水平持续稳定的增进。 从国内现有文

献来看，一些研究集中在对区域甚至地级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测度（张涛，２０２０；师博和张冰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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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这些研究对加深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文则主要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

视角，注重全国一盘棋的系统观念，特别是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情况

下更需如此。① 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质量定义为相对于经济增长的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因

经济发展使居民当期所享受的福利水平变化，以及未来福利水平可持续提升的能力。 在维持跨代福

利水平基本稳定的含义上，Ａｒｒｏ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曾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展开过讨论。 Ａｒｒｏ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认为如果要使下一代享受至少与当代人同样的福利水平，需要保持由物质资本（由投资所形成

的设备和建筑物等）、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所构成的人均复合财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ｗｅａｌｔｈ）的稳定。
在社会福利目标的讨论方面，自工业化以来始终伴随着人的基本权力平等和福利提升而相应

的拓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公民纳税与享受公共福利平等越来越强制地要求基本福利权力的平

等性保护和内容的不断延展。 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福利

权力平等的伟大实践和具有全球典范性的成就。 福利目标是国家发展路径转型的激励导引，因此

激励相容性一直是众多转型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经济增长与福利体系构建是替代还是相容在中国

也是绕不开的话题。 增长前沿课题组一直沿着消费与效率补偿原则探索了中国转型中的效率与福

利兼容性，指出当前阶段提升有益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供给与消费水平，能够获得创新效率补

偿，并提出了一系列命题，不仅仅在总量数值模拟、国际比较等多方面讨论了一些消费对于广义人

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性，指出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和收入分配再调节具有同时提高社会总体福利和维

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相应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本文尝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加以定量测度。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是把多个描述被评价事务不同方面且量纲不同的统计指标，
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并综合这些评价值得出对该事务一个整体评价的方法体系。 因此，在
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在明确经济发展质量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明确经济发展

质量所应包含的几类指标，与通常的定性描述相比，理论模型分析可以展示更为清晰的经济机理。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指标的选取，首先应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否则会产生较大的随意

性；其次，现有的统计指标，如 ＧＤＰ 等，符合了以往理论的需求，但往往难以完全契合理论发展的需

要；最后，理论的发展会对构建新的统计指标提出要求。 基于经济发展质量的社会福利目标处于拓

展过程中，因此随着福利目标的拓展和数据的丰富，相关的指标体系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

也会推动相关的统计工作。
（三）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状况影响到社会福利，包括产权保护为基准的营商环境，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清廉程

度等。 按照阿马蒂亚·森讨论的个人拓展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将治理作为基本福利权力进

行拓展，推动了发展模式的转型（朱玲和魏众，２０１３）。 国内已有很多研究涉及到这方面，如“参与

促进型改革”（刘世锦等，２０１１）等等。 同时，治理又可以通过社会、法律、共识等非经济因素推动经

济发展转型。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热烈地讨论了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作用，讨论了构造经济与

非经济要素参与高质量转型的“正反馈机制”（张平，２０２０）。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

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城市化的本质是福利社会”，其转型的核心是要发展

出“知识中产群体”，知识中产群体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参与转型，形成“正反馈”的群体理论等（高
培勇等，２０２０）。 高质量转型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从中获益，形成“正反馈”机制。

理论定义上福山认为治理就是“政府制定和执行规则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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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里等将国家治理简单表述为“财政和法律”（Ｂｅｓｌｅｙ ＆ Ｐ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１）。 付敏杰（２０１８）对此做了

诠释，认为是国家财政理论与微观产权保护的“治理均衡”。 在实践中则强调了治理体系中社会均

衡、社会参与对治理的积极意义。
从社会福利角度看，本文归纳梳理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包括：基本福利权利的社会平等

性、法律保障的产权体系、社会的普遍参与性以及政府的服务效率和质量。 在国家层面则表现为国

家满足“拓展福利”的能力和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对应财力构建与公共服务的匹配，从机制上保障

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降低搭便车对经济效率的瓦解，强调产权和市场制度制衡政府权力。 治理

现代化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等多重因素，需要五位一体的建设。 更重要的是要得

到最广泛阶层人口的支持和参与，形成社会“正反馈”机制，形成多因素的共同演化的高质量发展

转型。 从共同演化路径看，通过法律体系建设，再分配、公共服务提高教育、医疗等质量，扩大知识

中产阶层，达到共同富裕，获得广泛支持是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
体制转型的挑战往往在于路径依赖中的原有利益锁定和相应价值观支配下体制机制的固化。

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４）将技术性路径依赖引入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斯，
２００２）。 一个基本福利目标在带有明显社会不均衡的体制下，很容易将福利目标转变为服务强势

群体，而不是原有设定的普惠性目标。 发展路径的转变依赖于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从而提高

公共福利支出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匹配，而不是导致新的扭曲。 建立新的福利目标导引离不开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基准的体制性变革。 发展目标和治理转型需要可测量、可被公共评判，从而构

建具有正反馈机制的自我修正体系。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双重转型之中，经济从

规模效率转向创新效率，而发展目标从物质为中心转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注重创新效率、就业和

社会基本福利权力的拓展仍然是根本。

三、 理论模型构建及相关分析

根据上节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定义和相关讨论，本节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有可能影响经济发

展质量的因素。
（一）当期社会福利和发展可持续性问题

首先考虑消费和人力资本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配置（即代内公平）对当期社会总体福利水

平的影响。 假设社会成员的福利取决于消费 ｃｔ、人力资本 ｈｔ、自然环境 Ｒ ｔ 和社会因素 Ｓｔ，社会成员

的消费和人力资本可能存在差异，而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这里本文参考

Ｖｉｎｏ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对社会福利函数的设定形式，并在福利函数中包含了社会因素，以反映其对福

利可能产生的影响。① 则在 ｔ 时期，在一个由 Ｎ 位成员组成的社会中，社会福利函数 Ｕｔ 可以表

示为：

Ｕｔ ＝ ∑
Ｎ

ｉ ＝ １
ｕ（ｃｉｔ） ＋ ∑

Ｎ

ｉ ＝ １
ｖ（ｈｉ

ｔ，Ｒ ｔ，Ｓｔ） （１）

其中，ｃｉ 为第 ｉ 位成员的消费，ｈｉ 为第 ｉ 位成员的人力资本，Ｒ 和 Ｓ 分别代表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

素。 在 ｕ（·）和 ｖ（·）是其变量的单调增函数，并且是严格凹的情况下，如果对 Ｕ 在 ｃ 和 ｈ 的均值处

进行二阶展开并取期望，则平均社会福利为：

Ｅ（Ｕ） ≈ ｕ（ｃ） ＋ １
２ ｕ″（ｃ）σ２

ｃ ＋ ｖ（ｈ，Ｒ，Ｓ） ＋ １
２ ｖ″（ｈ，Ｒ，Ｓ）σ２

ｈ （２）

其中，ｃ和ｈ分别表示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 σ２
ｃ 和 σ２

ｈ 分别为消费 ｃ 和人力资本 ｈ 在总人口中

０３

杨耀武、张　 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

①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认为包括政治稳定、社会氛围、公共服务等在内的社会因素是直接影响人们福利的重要因素。



分布的方差，由此可进一步推出以下结论。①

推论：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当期总体福利水平，随着社会成员的平均消费和人力资本平均水平

的上升而提高，随着消费和人力资本分布方差的增大而递减；同时，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的改善也

会促进居民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
在分析了同一时期，消费和人力资本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分配（代内公平）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影

响后，现在转向对经济发展可持续问题的讨论。 在一个无限期经济中，跨期安排可以看作代内各期

之间的优化决策过程也可以理解为跨代之间的安排。

ｍａｘＥ∑∞

ｔ ＝ ０
βｔ［ｕ（ｃｔ） ＋ ｖ（ｈｔ，Ｒ ｔ，Ｓｔ）］ （３）

ｓ． ｔ． 　 　 ｃｔ ＝ Ｘ（Ｚ ｔ，Ｓｔ）Ｙ［ｋｔ，ｈｔ，Ａ（Ｋ ｔ，Ｈｔ，Ｓｔ），Ｒ ｔ］ － Ｉｐｋ，ｔ － Ｉｐｈ，ｔ － Ｉｇｈ，ｔ － ＩｇＲ，ｔ － ＩｇＳ，ｔ （４）
ｋｔ ＝ （１ － δｋ）ｋｔ －１ ＋ Ｉｐｋ，ｔ －１ （５）

ｈｔ ＝ （１ － δｈ）ｈｔ －１ ＋ θｈ（ Ｉｐｈ，ｔ －１ ＋ Ｉｇｈ，ｔ －１） （６）
Ｒ ｔ ＋１ ＝ φ（Ｒ ｔ） ＋ θＲＩｇＲ，ｔ － μ［Ｙ（·）］ （７）
Ｓｔ ＋１ ＝ ω（Ｓｔ） ＋ θＳＩｇＳ，ｔ － ρ（Ｚ ｔ） （８）

Ｉｐｋ，ｔ ≥ Ａｋ；Ｉｐｈ，ｔ ≥ Ａｈ （９）
ｋ（０） ＝ ｋ０；ｈ（０） ＝ ｈ０；Ｒ（０） ＝ Ｒ０；Ｓ（０） ＝ Ｓ０ （１０）

其中，ｋ 代表经济中的人均实物资本，Ｙ［·］代表产出函数，Ａ（·）代表技术水平，Ｉｐｋ 和 Ｉｐｈ 分别为实物

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私人投资；政府以总额税（ ｌｕｍｐ ｓｕｍ）形式征税，并将全部税收用于人力资本投

资 Ｉｇｈ，自然资本投资 ＩｇＲ 以及社会资本投资 ＩｇＳ，实现预算平衡；δｋ 和 δｈ 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的折旧率，θｈ 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转换系数；Ｒ 为自然资本存量，φ（Ｒ）为随时间推移的自然资本的增

长函数，代表可再生资源和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θＲ 为自然资本的投资转换系数，μ［Ｙ（·）］是产出

的增函数，反映经济活动增加对自然资本所形成的损耗；Ｓ 为社会资本存量，ω（Ｓ）为随时间推移的

社会资本自我演化函数，θＳ 为社会资本投资的转换系数。 Ｚ 为来自外部的冲击，ρ（Ｚ ｔ）代表外部冲

击对社会资本造成的损耗。 Ｘ（·）为来自外部冲击的实现函数，取值位于（０，１］区间，其最终取值受

到外部冲击 Ｚ 的强度和社会资本 Ｓ 的影响，假设来自外部的冲击为非特质性风险。 Ａｋ和Ａｈ为个体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限；ｋ０、ｈ０、Ｒ０ 和 Ｓ０ 分别为初始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以及自然

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
为便于处理，这里假设 δｋ 和 δｈ 为 ０，总人口 Ｎ 不变，在选择合适的单位后可将其标准化为 １，

这样就无需严格区分变量的人均值与总量。 假设个体投资对整个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改善能力

非常有限且存在“公地悲剧”（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和搭便车行为（ 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ｒｓ），因此个体不会投

资于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ｈ 对生产函数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外部性，因此个体对人力资

本的投资不足，需政府部门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同时，假设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

量会影响技术水平，且技术水平可以在经济中毫无障碍的加以扩散。 本文仿照 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２）和

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假设学习效应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可以通过企业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实现，但若想

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则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配合，即存在 ２Ａ ／ ｋｈ ＞ ０ 和 ２Ａ ／ ｋｓ ＞ ０。 随着

经济的发展，增长将更加依赖于创新，而人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能力只能来自人的素质和人与人合作

的社会经济机制（张平和郭冠清，２０１６）。 根据（３）—（１０）式求解个体关于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

最优化一阶条件，可得：
ｕ′（ｃｔ） ＝ β［（Ｅ（Ｘ）Ｙ′ｋ（·） ＋ １）］ｕ′（ｃｔ ＋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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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ｈ［ｖ′ｈ（ｈｔ，Ｒ ｔ，Ｓｔ）］ ＝ Ｅ（Ｘ）［Ｙ′ｋ（·） － θｈＹ′ｈ（·）］ｕ′（ｃｔ） （１２）
　 　 （二）几种可能的情景分析

可以看出，如果个体预期实物资本的投资收益高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那么私营部门将只会

对实物资本 ｋ 投资，只有在人力资本投资预期私人收益等于或高于实物资本投资时，私营部门才可

能投资于人力资本 ｈ。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私营部门实现了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人力资本增长

相对于物质资本增长也非常缓慢。 这也是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物资本相对于人力资

本的比值 ｋ ／ ｈ 通常逐步提高的原因。
在通常的 ＣＲＲＡ 效用函数 ｕ（ｃｔ） ＝ ｃ１ － σ

ｔ ／ （１ － σ）假设下，依靠私营部门的物质资本投资，可推

算出该经济的消费增长率 ｇｃ，ｔ。
ｇｃ，ｔ ＝ ｛β［Ｅ（Ｘ）Ｙ′ｋ（ｋｔ，ｈｔ，Ａ（ｋｔ，ｈｔ，Ｓｔ），Ｒ ｔ） ＋ １］｝ １ ／ σ － １ （１３）

其中，Ｙ′ｋ（·）为增加物质资本所带来的边际产出。 当经济受到负向外部冲击 Ｚ 的影响时，一方面

冲击会降低经济中的产出；另一方面在冲击足够大而社会资本不足时，由于 Ｉｉｋ≥Ａｋ；Ｉｉｈ≥Ａｈ，受
金融市场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消费者将无法实现最优的跨期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遭受福

利损失。
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社会中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处于较低水平。 在此情形下，假设技

术水平 Ａ（·）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函数，且几种资本在 Ａ（·）函数中具有较强的互

补性。 正如现有文献已经证实，在那些人力资本水平太低且提高缓慢的发展中国家，单靠实物资本

的投资很难取得良好的技术外溢效果（Ｂａｒｒｏ ＆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５）。 在此情形下，单纯依靠物质

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将难以发挥，规模报酬递增状态不会出现。 单纯依靠物质资本 ｋ
的增长会使 Ｙ′ｋ（·）出现较快速度的下降，从而使经济增长很快陷入停滞。 根据 Ｂａｒｒｏ ＆ Ｌｅｅ（２０１３）
的数据，１９８０ 年中国 １５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４ ９ 年，普遍高于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
高于拉美 ９ 国平均 ４ ６ 年的水平。① 同时，中国有着稳定的社会环境。 这为改革开放初期，从国外

引进技术设备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基础。
当社会具有一定的人力和社会资本，但技术水平离前沿经济体仍较远时，实物资本投资对技术

水平会产生较大的作用，即随着实物资本的积累，技术水平 Ａ（·）在“干中学”机制的作用下逐步增

加，出现规模报酬递增。 此时，单纯依靠实物资本投资这种非平衡性的增长有可能实现经济较长时

间的持续扩张。 此时，以压低消费换取物质资本增长的可行性在于，消费结构仅仅囿于吃穿住等简

单的劳动力再生产，效率改进主要建立在投资的基础上，投资对消费的替代能够实现更高的追赶速

度，与低消费水平相应的人力资本积累，也能够满足外部技术运用的需要（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

组，２０１５）。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缺少自然资本投资并且经济扩张造成严重的自然环境退化，
则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受到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约束。

当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工业化规模扩张的体制模式和生产模式已经基本定型，技术水平

已经非常接近前沿水平时，此时通过资本驱动的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将不复存在，仅仅依靠物质资本

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增加会因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而难以持续。 压低消费所

导致的人力资本不足问题将会凸显出来，中低层次人力资本出现壅塞（袁富华等，２０１５）。 此时只

有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逐步提升才有可能实现持续而稳定的增长。 例如，营商环

境的改善可以获得新技术的外溢和延伸（裴长洪和刘洪愧，２０２０）。
随着经济的增长，消费者基于包括传统工业品和传统服务的边际效用 ｕ′（ ｃ）会逐步递减，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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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美 ９ 国分别是乌拉圭、秘鲁、巴拉圭、墨西哥、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智利、巴西和阿根廷。 Ｂａｒｒｏ ＆ Ｌｅｅ（２０１３）的数据也

显示，到 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１５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７ ５ 年，已落后于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拉美 ９ 国的平均水平低了 １ 年。



益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科教文卫娱乐体育”等现代服务消费所带来的直接边际效用 ｖ′ｈ（·）的相对

重要性和生产促进作用 Ｙ′ｈ（·）将显著增强，此时打造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

补偿的正向循环将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消费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自然

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改善对消费者所带来的直接边际效用水平 ｖ′Ｒ（·）和 ｖ′Ｓ（·）的相对重要性会显著

提升，因此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长能带来更大的福利改进。 高培勇等（２０２０）认为当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工业化解决了物质匮乏之后，高度城市化阶段的任务自然转向人的发展，即经济发展服

务于社会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增加实物资本 ｋ 的过程中，应保持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增长，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持续改善。

四、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设计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指标构建分层次的指标体系，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的经济发展质量加以测度。

（一）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从本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定义出发，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大致可以

从经济成果分配、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经济效率与稳定性、自然资源与环境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

关的社会状况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见表 １）。
表 １ 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①

方面指标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计量

单位

指标属性

正项指标 逆向指标 适度指标

经济成果分配

产出用于消费比例

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消费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

基尼系数 ％ √

城乡收入比 ％ √

泰尔指数 — √

人力资本及其

分布状况

身体素质

受教育情况

婴儿出生死亡率 ％ √
平均预期寿命 — √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人） — √
医疗技术人员数（每千人） — √
学龄儿童入学率 ％ √
平均受教育年限 — √
教育基尼系数 ％ √

经济效率

与稳定性

经济效率

经济波动

劳动生产率 — √
资本生产率 — √
土地生产率 — √
全要素生产率 — √
经济增长波动 — √
消费者价格指数 ％ √
失业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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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构造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的过程中，宜使用单向指标（正向或负向）（刘燕妮等，２０１４），如果要将大量指标设定为适度

指标，那么适度的阈值到底为多少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在本文中使用到的一些指标，如消费占 ＧＤＰ 比重（正向）、基
尼系数（负向），是在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消费占 ＧＤＰ 比重偏低和基尼系数偏高的情况下提出的。



续表 １

方面指标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计量

单位

指标属性

正项指标 逆向指标 适度指标

自然资源

与环境

经济活动造成的

环境损坏

基础自然

资源变动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量 — √
单位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 — √
单位工业产值污水排放量 — √
单位工业产值固体废物产生量 — √
荒漠化国土面积占比 ％ √
国土森林覆盖率 ％ √
人均可再生水资源 — √

社会状况

相关指标

社会保险

社会环境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占比 ％ √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比 ％ √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 １５ 岁以上

人口比重
％ √

营商环境 — √
清廉指数 — √
政治权利 — √
公民自由 — √

　 　 在经济成果分配方面，首先需要考虑产出在宏观层面的配置问题，即产出用于最终消费的比

例，在一个消费占比长期偏低甚至出现下降的社会中，即使有高的经济增速，居民福利水平增长也

不会太快；其次需要考虑产出在微观层面的配置问题，即居民收入分配。 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下，居
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降低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宏观层面本文选取

最终消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微观层面本文选取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和泰尔指数，这些

指标的侧重点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变化比较敏感，泰尔指数对位于分配两端

的居民收入变动较为敏感，而城乡收入差距则更关注居民收入的地区差异。
在人力资本及其分布方面，可以从居民身体素质与受教育状况来加以考察。 在身体素质层面，

本文选取婴儿死亡率、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每千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和医疗技术人员数；在居民

受教育层面，本文选取学龄儿童入学率、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居民的整体受教育状况，并通过居

民受教育年限的基尼系数来考察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差异。 教育基尼系数的构建方法与收入基尼系

数的构建方法类似，Ｖｉｎｏｄ ＆ Ｗａｎｇ（２００３）认为教育基尼系数在衡量教育公平时序变化或进行各地

区比较时较其他指标更为有效。
在经济效率与稳定性方面，经济效率反映了单位产出所消耗的生产要素或利用单位要素所获

得的产出情况，经济效率是现有文献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容（钞小静和任保平，２０１１），也应

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而经济稳定性不仅会直接影响居民的福利且与经济效率相关。 阿

瑟·奥肯（Ａｒｔｈｕｒ Ｏｋｕｎ）提出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水平简单相加构造“痛苦指数”（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以反映经济波动对居民福利的直接影响。 Ｆｕｒｍａｎ ＆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９８）发现经济波动会对贫困

人口产生更大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
经济波动同时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损害经济效率的提高。 本文选取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

基本要素的产出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效率，并利用经济增长波动、消费者价格指数和

失业率来衡量经济波动状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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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增长波动率通过计算包括当年在内的近 ５ 年经济增速的变异系数得到；失业率来自世界银行按总失业人口占劳动

力总数比例的数据。



在自然资源与环境方面，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的损耗主要体现在对人类赖以生存

的大气、水和土壤的污染，造成空气质量恶化、人均淡水减少、土地荒漠化以及森林覆盖面积缩小。
同时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耗造成二氧化碳排放促使全球变暖，也严重威胁人类生存。 自然资

源退化降低居民福利的同时，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率（Ｄａｌｙ，１９９７），而环境污染会诱发各类疾病，提高

过早死亡风险并增加医疗系统负担（Ａｒｃｅ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本文选取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

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单位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单位工业产值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经济活动对环

境损害的主要指标；同时，选取荒漠化国土面积占比、国土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

作为影响生产生活的基础自然资源指标。
在社会指标方面，社会保险与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具有相似的功能，由多个家庭共担风险实际上

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安全网，在经济遭受冲击时为家庭提供经济安全保障，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

平。 这种风险共担机制也使家庭可以参与高风险和高收益的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

（Ｎａｒａｙａｎ ＆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１９９９）。 本文选取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占比、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占劳动人口

比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 １５ 岁以上人口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险的基础性指标。 除社会保险

方面的内容外，社会环境状况也是与经济发展质量密切相关的社会类指标。 这类指标主要包括市

场主体的营商环境、腐败治理状况、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 这些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绕

不开的话题，也是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区别于其他类型质量指标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中的营商环境

涉及到市场主体在准入、经营、跨境贸易、税收支付、获取信贷、退出等过程中的政务环境、市场环

境、法治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的考核与评判，不仅要强调满足人民

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且要关注人民在生存和发展基础上的意志表达权和实现权（高培勇，２０１９）。
（二） 数据来源与原始指标的初步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

局网站。 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源同于李实（２０１８）。 对于社会环境类指标，由于我国在

相关指标统计方面起步较晚，目前还缺乏较长时间的统计资料。 因此，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情况

下，本文的营商环境指标来自世界银行 ２００４ 年以来的历年营商环境报告，腐败治理状况采用非政

府组织“透明国际”构建的清廉指数，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指标则来自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①

还有一些基础指标无法从统计数据中直接得到，需通过一定的计算得出。 本文使用的泰尔指数

是根据王少平和欧阳志刚（２００８）给出的定义和方法计算得到；资本生产率中的资本存量参考陈

昌兵（２０１４）的研究成果；劳动生产率则经平均受教育年限调整后的劳动力数量计算得出。 考虑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中国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社会保险制度也是从此时

起步，因此本文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选择从 １９９３ 年开始，即测度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经济

发展质量的变化情况。②

经济发展质量测度体系中的各基础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因此在各指标合成之前必须

首先消除各基础数据量纲和量级的影响。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理论研究领域的很多学者认为均值化

可以保留原始指标各自的变异和相关程度，因此是较为优良的方法（胡永宏，２０１２）。 因此本文采

用均值化方法对正向指标进行去量纲和量级处理。 对于逆向指标，本文沿用钞小静和任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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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数据可能存在一些样本选择和有失公正之处，选用这些指标主要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得性问题，随着中国相关社会

指标统计工作的加强和持续，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希望使用中国自己发布的更为客观和公正的数据。
由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最早从 ２００４ 年（主要反映 ２００３ 年的营商环境）开始编制，因此本文所选取的社会环境类指

标统一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加入。 考虑到本文采取的基础指标无量纲化为均值化方法，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
同时本文在分阶段考察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化趋势时，以 ２００３ 年为其中的一个分段时点。 因此在囿于数据可得性的情况下，本
文选择从 ２００３ 年加入社会环境类指标并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２０１１）的方法，先对原始指标取倒数然后再进行均值化。
（三） 基础指标赋权与指标合成方法

考虑到主成分分析不仅难以化解且会加重指标间相关性的影响（孟生旺，１９９３ａ；叶宗裕，
２００４），并在同向指标负相关时出现指标权数为负，从而造成“乱序”等问题（胡永宏，２０１２），本文在

对基础指标进行赋权时将综合利用其他类型的信息量赋权和独立性权重构造方法，以有效体现指

标信息量并降低指标相关性所带来的信息重复影响。 孟生旺（１９９３ｂ）提出可以将各指标的变异系

数归一化，得到反映各指标变异程度大小的信息量权数；同时利用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以得到反

映各指标与其他指标信息重复度的独立性权数向量。 由于各类权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指标的相对

重要性，相互的互补性较弱，从而可将体现指标信息量的权重与独立性权重进行乘法合作，以反映

两类权重的综合影响。①

在信息量权重构造方法中，熵权法是另外一类使用较多的赋权方法。 在对基础指标赋权时，本
文分别利用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和信息熵构造基础指标的信息量权；然后将信息量权与独立性权采

用乘法合成构造综合权重，以同时体现信息量权和独立性权的影响。 胡永宏（２０１２）指出加法合成

允许各指标的不均衡发展，即允许各指标之间的完全可替代；而乘法合成则考虑事务均衡发展的导

向，因此合成方法的设计是制定综合评价方案非常重要的内容。 考虑到同一类基础指标（三级指

标）之间的替代性较强，而方面指标（一级指标）之间则应追求较为均衡的发展，因此，本文在基础

指标合成方面指标的过程中使用加法原则，在方面指标合成总体指标过程中使用乘法原则。 同时，
各方面指标已属于综合指标，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难以通过客观赋权法加以确权（朱子云，
２０１９）。 因此，在对方面指标赋权过程中，本文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构造人类发展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过程中所采用的等权重方法，对各方面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 这样本文

实际上所采取的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指标赋权方法。

五、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本文首先根据上节介绍的权重生成方法对基础指标赋权，利用加法合成得到方面指标，再通过

乘法合成生成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然后分析各方面指标对综合指数的影响。 具体来说，对基础

指标赋权方法分为以下四种：一是变异系数信息量权；二是信息熵权；三是变现系数权经独立性调

整的综合权 Ｉ；四是信息熵权经独立性调整的综合权 ＩＩ。
（一）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结果

利用上节所介绍的四种指标赋权方法，本文测算了中国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年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虽然不同的基础指标赋权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测度结果的具体数值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四

种客观赋权方式所得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 １９９３ 年来

虽出现过小幅波动，但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见图 １）。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主要以信息熵权经独立性调整后的权重所得结果为基准展开讨论。②

在基础数据去量纲和量级过程中本文使用的是均值化方法，因此数值 １ 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平均水平。 从测度结果来看，２００９ 年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处

于平均水平以下，２００９ 年虽提升到 １ ００２，但在随后两年进展比较缓慢，２０１２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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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篇幅所限，权重构造的具体细节予以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使用信息熵权经独立性调整方法所得结果为基准，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熵权法是现有文献中使用较为普遍的客观赋

权方法，二是经独立性调整的熵权法所得结果处于其它方法所得结果的中间水平。 受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除信息熵权经独立性

调整方法以外的测度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图 １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结果

质量提升速度开始加快，２０１８ 年上升到 １ ８２０。 如果将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年，每五年分为一个阶段来考

察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速度，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１９９８ 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较 １９９３
年提高 ０ ０６６，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２ １４％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３ ８１％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３ ３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５ １７％ ；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的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８ ６３％ ，这是本文以五年来划分阶段中增速最快的时期。
表 ２ 中国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年经济发展质量测度结果

年份 测度结果 年份 测度结果 年份 测度结果 年份 测度结果 年份 测度结果

１９９３ ０ ５９１ １９９８ ０ ６５７ ２００３ ０ ７９２ ２００８ ０ ９３５ ２０１３ １ ２０３

１９９４ ０ ６０３ １９９９ ０ ６７８ ２００４ ０ ７９３ ２００９ １ ００２ ２０１４ １ ２５９

１９９５ ０ ６２３ ２０００ ０ ７３２ ２００５ ０ ８２５ ２０１０ １ ０４３ ２０１５ １ ３２８

１９９６ ０ ６４２ ２００１ ０ ７６６ ２００６ ０ ８６５ ２０１１ １ ０７３ ２０１６ １ ４６４

１９９７ ０ ６７３ ２００２ ０ ７７２ ２００７ ０ ９１１ ２０１２ １ １６３ ２０１７ １ ６４９

１９９８ ０ ６５７ ２００３ ０ ７９２ ２００８ ０ ９３５ ２０１３ １ ２０３ ２０１８ １ ８２０

　 　 在得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速度后，本文进行了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速度之间的

比较，发现 ＧＤＰ 增速的变化趋势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变迁并不一定具有趋同性，在经济增长速度较

快的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年以及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两个阶段，经济发展质量上升却相对缓慢，而在经济增长处

于中高速阶段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则最为快速。 这表明对经济发展的关注不应仅

着眼于 ＧＤＰ 增速这样的单一维度，而应从更广阔的视角加以全面考察。
表 ３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比较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ＧＤＰ 年复合增长率（％ ） １０ １９ ８ ７３ １１ ６１ ９ ０４ ７ ００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年复合增长率（％ ） ２ １４ ３ ８１ ３ ３８ ５ １７ ８ ６３

　 　 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年复合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ＧＤＰ 指数计算得到。

（二）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分析

在由各方面指数合成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时，本文使用了乘法原则，假设各方面指标值为 ｙｉ，则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值 Ｉ 的计算公式为：

Ｉ ＝
ｍ

∏ｍ

ｉ ＝ １
ｙｉ （１４）

　 　 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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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 Ｉ） ＝ （１ ／ ｍ）∑ｍ

ｉ ＝ １
ｌｎ（ｙｉ） （１５）

　 　 对式（１５）两边求微分，则在方面指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值的变化量可近

似表示为：

ΔＩｔ ≈
１
ｍ( ) ｍ

ｉ ＝ １
Ｉｔ
ｙｉ，ｔ
———Δｙｉ，ｔ

æ

è
ç

ö

ø
÷[ ] （１６）

其中，Ｉｔ和ｙｉ，ｔ分别表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和方面指标在各时段上的平均值。 表 ４ 显示了分时间段

的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年各方面指标对经济发展总体质量提升的贡献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经济效率与稳

定性指标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为负；经济成果分配指标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的两个阶段的贡献也为负，其余指标在各阶段均推动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各方面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量均高于前几个阶段（见表 ４，Ｐａｎｅｌ Ａ） 。
表 ４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年分阶段的各方面指标对经济发展总体质量提升的贡献

分阶段各方面指标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量

Ｐａｎｅｌ Ａ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经济效率与稳定性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７ ０ １０５

经济成果分配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９
人力资本及分布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８２
自然环境与资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６４ ０ ２０２

社会状况 ０ ０１９ ０ ０９７ ０ １０７ ０ ０９０ ０ ２０４
各方面指标对发展质量贡献的总和 ０ ０６６ ０ １３２ ０ １４０ ０ ２６８ ０ ６２２

经济发展质量实际变动情况 ０ ０６６ ０ １３５ ０ １４３ ０ ２６８ ０ ６１７
近似公式计算的加总量与实际变动量的偏差（％） ０ ００ － ２ ２２ － ２ １０ ０ ００ ０ ８１

Ｐａｎｅｌ Ｂ　 分阶段各方面指标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率（％ ）

经济效率与稳定性 － ２７ ３ ２４ ２ － １８ ６ １０ １ １６ ９

经济成果分配 ２２ ７ － ２５ ８ － ２ １ ６ ７ ４ ７

人力资本及分布 １２ １ １２ ９ ２９ ３ ２５ ７ １３ ２

自然环境与资源 ６３ ６ １５ ２ １５ ０ ２３ ９ ３２ ５

社会状况 ２８ ８ ７３ ５ ７６ ４ ３３ ６ ３２ ８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从各方面指标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率来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指标贡献率随着

阶段变化波动较大。 中国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率，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年，为负

２７ ３％ ，１９９８ 年经济增速波动与物价涨幅虽较 １９９３ 年有所改善，但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和资本产

出率下降明显，失业率也有所增加；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为 ２４ ２％ ，２００３ 年经济增速波动与物价较 １９９８
年进一步得以稳定且 ＴＦＰ 贡献和劳动生产率有所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为负 １８ ６％ ，２００８ 年劳动

生产率虽较 ２００３ 年有所增长，但 ＴＦＰ 改善不大，且经济增速波动与物价涨幅较 ２００３ 年有较大幅度

的增加；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为 １０ １％ ，２０１３ 年 ＴＦＰ 和资本产出率虽较 ２００８ 年有所下降，但劳动生产

率提升较快且经济增长波动与物价涨幅放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为 １６ ９％ ，这一阶段不仅劳动生产率

继续得以提升、ＴＦＰ 和资本产出率放缓收窄，同时经济增长与物价处于稳定的状态。 程名望等

（２０１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汗水”的贡献率下降，而“灵感” 的贡献率上升。 张平和杨耀武

（２０２０）通过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划分阶段，发现中国 ＧＤＰ 增长波动和 ＣＰＩ 平均涨幅逐步放缓。
经济成果分配指标的贡献率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为负 ２５ ８％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为负 ２ １％ 。 这一方面

是因为该阶段最终消费占比下降，白重恩和钱震杰（２００９）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此进行过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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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另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快速拉大，李实（２０２０）认为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政府大规模提

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因此缩小，１９９６ 年开始，中国居民收

入差距开始扩大，２００８ 年以后稍微有所下降，２０１６ 年全国基尼系数又开始上升。 从经济成果分配

指标的贡献率来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为 ６ 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为 ４ ７％ ，较前一阶段有所下降。
人力资本及分布指标的贡献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 Ｕ 型曲线的特征。 在

人力资本及其分布指标中，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医疗事业发展，婴儿死亡率降低和人均预期寿

命提高起初会逐步加快，但当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达到一定水平后，其提升空间将逐步收窄。 同

时，以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基尼系数为代表的居民知识水平的提升和均等化程度，也经

历了一个先加速再减速的过程。 蔡昉（２０１７）认为中国通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扩大高等教育

招生规模，实现了教育的跨越性发展，同时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随着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劳动力大

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显著改善了劳动力的整体人力资本存量；然而，随着 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

口增长在 ２０１０ 年后由正转负，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开始放慢。
自然资源与环境指标贡献率，则随着时间推移先下降后上升，呈现出 Ｕ 型曲线的特征。 在土

地、森林、淡水等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性自然资源方面，土地荒漠化面积占比先增加后以比较稳定

而缓慢的速度下降、人均可再生水资源下降的速度逐步放缓，森林覆盖率增速先下降后逐步稳定；
在经济活动带来的环境损坏方面，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工业产值废气、废水排放量和固

体废物产生量，基本呈现出先改善放缓后改善加速或先有所恶化后逐步改善的状态。 大量有关经

济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环境污染会呈现倒 Ｕ 型曲线的特征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５；蔡昉等，２００８）。 同时，中国环境的改善也与近年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芳等（２０２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能

够有效增加地方保护环境的意愿和行为，进而对拐点产生影响。
在社会相关指标方面，以基本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参与率指标，随着参与

率的上升其增加速度会逐步放缓，２０１８ 年全民基本医保参与率已达 ９６ ４％ 。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的两

个阶段，社会类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率较高，主要是由社会保险参与率稳步提升以及经济效

率与稳定性和经济成果分配指标出现较大负向贡献造成的。 从社会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

献量来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社会指标的贡献量为 ０ ２０４，高于前几个阶段。 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保险

参与率在较高基础上仍维持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简政放权的持续推进，社会营商环境大幅改善；同
时反腐败力度加大，社会清廉指数稳步提升。

六、 高质量转型中的创新与治理机制构建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在高质量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稳步推进，但潜在

的挑战依然较多。 一是我国创新效率替代规模效率仍需努力。 很多创新效率的生成与劳动者的知

识水平高度相关，克服“技术性失业”导致的就业市场摩擦是一个重要的激励相容挑战，提高创新

效率与提升就业者人力资本最利于转型。 二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平衡依然是

协调中的重要战略。 全国较为统一化的基本福利体系建设才能更好地覆盖城乡和不同区域，通过

全国基本福利体系的建设与分配再调整，建立起具有社会均衡的协调机制。 三是经济效率与福利

扩展尚缺乏均衡机制，地方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刚性增长。 随着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支出

增长会逐步脱离原有的财政经济收入约束。 现有的税收体制与福利支出不匹配，地方政府“土地财

政”不可持续，负债过高等问题必须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才能重新建立与城市化相匹配的经济与福利

均衡机制。 四是如何在经济增长放缓条件下，寻求高质量转型的更大社会支持，减少存量博弈，形成

社会普遍支持的“正反馈”机制。 高质量转型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从中获益，构造这种“正反

９３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馈”机制才能有效地推动目标、路径和机制的成功转型。 近年来，欧盟通过年度增长调查（ＡＧＳ）、政策

警告（ＡＭＲ）、国家改革程序（ＮＲＰ）、稳定性融合计划（ＳＣＰ）和针对性建议等方式，提高政策对各成员

国的约束力，有利于各成员国根据其具体情况及时进行有效调整。 在即将开启的“十四五”时期，正是

中国奠定高质量转型的关键阶段，可考虑借鉴欧盟的一些有益做法，以提升转型的绩效。
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推动知识阶层崛起，才能打造有利于广义

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机制。 着力打破居民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人力资

本难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不高—收入增长缓慢—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锁定状态。 逐步形成广

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费持续升级—人力资本再提升的良性互

动。 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目标并非最大化经济增长速度或短期规模效率，而是努力促

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力量的中产知识阶层不断扩展并得到经济与社会激励，形成“正反

馈”，最终实现成功转型。 基于这样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的顺序需要“自上

而下”的改革，改革宏观资源配置与激励体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建立的宏观

资源配置、激励和调控体制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在高质量转型发展阶段

需要重新调整宏观资源配置、激励和调控框架，推动发展与改革的相互配合（张平，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中国要基于城市化和后小康发展阶段的实际，对宏观激励目标和与之匹配的

资源配置体系做出调整，以平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２０３５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可能超过 ２ 万美元，
成为高收入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将成为国家体制设计中更核心的任务。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

人民公共选择体系下形成的一整套公共治理机制，从而促进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与稳定，以此重

新构建大国能力，保障国家的持续繁荣和人民幸福，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大国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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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ｍｅｒ， Ｐ．， １９８６，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Ｒｕ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９０（６），１００２—１００３７．
Ｓｏｌｏｗ， Ｒ．， １９５６，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７０（１），６５—９４．
Ｖｉｎｏｄ， Ｔ．， Ｍ． ＤａｉＬａｍｉ，Ａ． Ｄｈａｒｅｓｈｗａｒ，Ｄ． Ｋａｕｆｍａｎ，ａｎｄ Ｎ． Ｋｉｓｈｏｒ，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Ｖｉｎｏｄ， Ｔ．， ａｎｄ Ｆ．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３，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１４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４（１），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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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ＹＡＮＧ Ｙａｏｗ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Ｐ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ｏｖ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ｍａｎ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ａｎｋ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ａｐ， ｔｈｅ ｆ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ｄ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ａ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ｖｅｒ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ｉｎｄｅｘ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ｕ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ｆｉｖ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３ ｔｏ ２０１８，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９３，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ｏ ｎｏｔ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ｌｏｗ ｉｎ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ａｎｄ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ｓｔ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ｈｉ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ｕｔ ｆｒｏｍ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Ｕ” ｓｈａｐ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Ｕ”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１８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ｔｗ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ｎ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ｌ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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